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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探討不同慈善故事類型與自我參照方式對捐款意願與廣告態度的影響，並檢驗社會意識是否具中介效

果。實驗設計採用三種不同的慈善故事訴求（普通的故事、激勵人心的故事、喚起同情心的故事）以及兩種自我參

照類型(敘事型、分析型)，回收 450 份有效問卷。結果顯示，激勵人心與喚起同情的故事能有效提升捐款意願，喚

起同情故事則對廣告態度有顯著影響；惟社會意識在此影響關係中未具顯著中介效果。研究補足情感訴求與心理參

與交互機制的理論空缺，並對非營利組織提供廣告設計建議，強調故事內容與個人關聯性的搭配運用。 

關鍵詞〈3-5 個〉：慈善廣告，故事訴求，自我參照，社會意識，廣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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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緒論 

1.1  研究背景與研究動機 

美國擁有超過 190 萬個慈善機構（USAFACTS, 2023），對許多非營利組織來說，面臨的挑戰相當嚴峻，因為

慈善捐款的競爭極為激烈。在資源有限、政府補助逐漸減少的情況下，個人捐款成為主要財源，占比高達 67%（Lilly 

Family School of Philanthropy, 2024），Nichols（2004）指出，政府削減資助使非營利組織更需依賴公眾支持。根據

《Giving USA 2024：2023 年慈善事業年度報告》調查結果顯示，個人捐助者通常是慈善捐款的最大來源，占慈善

捐款總額 5571.6 億美元億美元的 67%（Lilly Family School of Philanthropy, 2024）。這些統計數據顯示了個人捐助者



在支持非營利組織和慈善事業中的關鍵作用。什麼因素促使個人向慈善機構捐款呢？張純端、陳亦嘉與張佳涵(2022)

指出越來越多企業與非營利組織積極參與慈善活動，並藉由這些活動來吸引社會大眾的關注與支持。隨著慈善活動

的興起，相應的慈善廣告也成為重要的宣傳工具。因此，如何在廣告文案中呈現需要幫助的對象，成為一個值得深

入探討的重要議題。 

許多慈善機構利用故事來區分自己與其他機構（Mitchell and Clark, 2021），並將其作為吸引公眾支持的一種策

略（Wymer and Akbar, 2018）。組織和品牌通過故事創造並傳遞意義（Bublitz, et al, 2016; Key, et al, 2021），從而提

升品牌價值感知（Ganassali and Matysiewicz, 2021）並增進與受眾的關係（Sanders and Krieken, 2018）。然而，目前

關於利用故事來激發一系列慈善支持行為(charity support behviours)的實證研究尚屬稀缺，且對其背後影響機制的全

面分析也相對匱乏(Kaczorowska, Conduit1, and Goodman, 2023)，這為本研究的重要性提供了充分的依據。 

一項針對超過 2000 名成年人進行的市場調查顯示，90%的受訪者認為自己是具有社會意識((ocial consciousness)

的消費者(即他們更有可能通過以對社會和環境負責的方式生產的產品）（BBMG, 2009; Trudel, 2011）。Roberts (1993)

提出，現今消費者具有高度社會關注度，也存在大量具有社會責任感的消費者。Walker 與 Kent(2013）指出儘管社

會意識對行為的直接影響較弱，但仍在態度與行為的關聯中扮演著關鍵的仲介角色。因為消費者現在期望企業能夠

展現更強的社會責任感，並且認為大多數社會問題應該由大型企業來負責解決(Webb, Mohr, & Harris, 2008)。故本

研究欲探究社會意識之影響，若實證證實能藉由慈善故事影響消費者的社會意識，則應能藉由社會意識的提升進而

增加慈善廣告效果的可能性，對於實務而言具有相當價值。 

Sujan、Bettman 和 Baumgartner（1993）曾指出，透過自我參照的操作方式，藉由多重聯想機制的運作，可以

增強消費者對廣告內容的記憶，使他們能夠深入思考產品的特點，進而提升廣告的效果。Escalas（2004）將自我參

照廣告分為敘事型與分析型，並指出兩者在特性上的顯著差異。耿慶瑞與呂家懷(2013)認為搭配自我參照的網路廣

告，消費者可以更加投入與自我之連結，故更具說服效果。有鑑於大多數有關自我參照的行銷研究最終都會與態度

及說服過程相關聯（王仕茹與闕秋萍，2009）。因此本研究也將探討不同自我參照是否會中介社會意識。 

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欲結合「慈善故事類型 × 自我參照方式 × 社會意識」三構面，具體探討： 

1. 檢驗慈善故事類型對慈善廣告效果為何？ 

2. 檢驗社會意識對慈善故事類型與慈善廣告效果影響的中介效果為何？ 

2.文獻回顧與研究假說 

2.1  慈善助人行為 

2.1.1 社會交換理論 

根據社會交換理論（Bagozzi, 1975; Blau, 1964），個體或組織之間的互動可分為兩種交易模式：經濟交換關係

(economic exchange relationship)和社會交換關係(social exchange relationship)。經濟交換關係著重於物質利益和具體

的回報，例如金錢或服務的交換；而社會交換關係則強調情感、信任和關係的維護，通常涉及非物質的支持與回報。

當消費者在參與善因行銷活動時，會將品牌看成是代替他們執行捐贈行為的代理人，所以，品牌和慈善機構間的交

換關係也可以視為消費者與慈善機構之利益關係。 

2.1.2 利他動機 

Chang & Chen (2019)指出利他動機是人們捐贈意願的關鍵決定因素。Robert（1971）從進化的角度分析了人們

的利他動機，涵蓋了族群選擇、親屬選擇和互惠利他。族群選擇認為，個人行為受到限制，以促進整個族群的生存。

親屬選擇則指出，血緣關係越近，助人行為的頻率越高。而互惠利他則強調，雖然施與受之間沒有直接關係，但為

了長期利益，雙方會採取報答的策略。 

2.1.3 同理心 

Hoffman(1981)根據心理學理論指出，同理心是助人行為的基礎。這意味著個體能夠理解他人的情緒狀態，從

而產生關懷或反感的感受，進而促使助人行為的發生。Gaertner & Dovidio( 1977）認為助人者越能深入感受到受助

者的痛苦，他們的同理心程度及施助的速度也會隨之提升。 



2.2  慈善故事類型 

94%的非營利組織將故事訴求視為公益溝通中的關鍵機制（Dixon, 2014）。若運用得當，這能幫助非營利組織

打造出具代表性的「招牌故事」，進而明確界定品牌形象，增強品牌的吸引力，使其更具沉浸感和真實性（Aaker & 

Aaker, 2016）。 

Coke & Batson (1978)的研究指出，受試者在聽到意外事件報導後，所捐贈的金額顯著高於對照組，顯示出同

情心的強弱會顯著影響捐款金額。此外，Small & Simonsohn(2008)的研究認為，個人若曾經歷過悲痛的經驗，會對

遭遇相似不幸的受害者產生更深的同情心，進而增加捐款的意願與金額。Small & Verrochi(2009)的研究顯示，當人

們觀看表情為難過、中性或開心的照片時，觀看難過照片的受試者所表現的同情心最強烈，捐款金額也最高。 

以往傳統的捐助者多是出於宗教信仰、內疚或良心的啟發，但如今他們逐漸被受到激勵性和啟發性的事件所

影響（Lawson & Ruderham, 2009）。根據台灣公益責信協會（2021）的調查，民眾進行公益捐款的主要原因是「回

饋社會」，佔 27.37%。Lawson & Ruderham(2009)的研究顯示民眾受到新聞媒體的激勵，主動捐款的比例達 27.37%，

而非僅僅出於內疚或責任感。 

近年來，研究者開始將慈善故事分為不同類型，以探討其對慈善行為的影響，陳淑慧等(2023)以三種故事訴求

(激勵人心、喚起同情心與普通故事)、消費者認同、輕忽道德傾向及捐助意願四個構面進行分析，結果顯示二種慈

善故事類型(激勵人心與喚起同情心)對捐贈金錢的正向影響，是透過道德認同與品牌認同所中介。張力仁(2010)則

探討非營利組織採用不同故事訴求的效果，包含一般故事、激勵人心的故事、喚起同情心的故事，並進一步考量性

別差異對人們捐款金額的影響。研究結果指出，激勵人心的故事訴求對於男性而言，比較能產生共鳴，而女性不管

激勵人心、普通、喚起同情心的故事訴求，捐款金額都沒有差異(張力仁，2010)。經由以上的論述，可以推論激勵

人心的故事與喚起同情心的故事會比一般普通故事擁有較佳的影響效果。 

2.3  自我參照 

當個人將訊息與他們的自我框架或生活經驗連結時，自我參照（self-referencing）就會發生(Burnkrant & Unnava, 

1995; Escalas, 2007)。根據認知心理學，自我參照被定義為個體透過認知過程，將新獲得的資訊與記憶中與自我相

關的資訊進行比較，從而解讀新資訊的方式(Debevec & Romeo, 1992)。現有的證據顯示，自我參照效應依賴於實驗

室中的刺激，以及使用明確的提示來引導與自我相關的編碼（Kesebir & Oishi, 2010）。當鼓勵消費者接收廣告資訊

時，這種效應能將品牌或產品與消費者的個人過去經驗記憶聯結，從而提升廣告的說服力，並產生正面的影響效果

（Joan & Laura, 1996）。值得注意的是，自我概念反映了個體如何定義自己（Wang et al, 2000）。這被視為購物者

資訊處理的基本架構，但並非觸發自我元素的過程（Martin, Lee, & Yang, 2004）。從這一角度來看，行銷訊息中提

及自我展示了一種認知行為，因為購物者會將訊息與他們的自我概念相聯繫。當訊息能夠吸引消費者的自我意識

時，會引發更深層次的思考，因為這種交流與記憶的形成密切相關(Ku & Chen, 2023)。 

Escalas(2004)將自我參照分為敘事型(narrative)與分析型(analytical)兩類：(1)敘事型自我參照透過稱為「傳送

（transportation）」的機制來達到對消費者的說服效果。本文將其定義為「沉浸在文字中的經驗」（Gerrig, 1994; Green 

& Brock, 2000）。當消費者觀看廣告時，敘事型自我參照會喚起個人的自傳式記憶。當個體在廣告中透過思考與自

身過去經歷相關的事件進行敘事型自我參照時，他們會被這些自傳式故事「傳送」進入其中。因此，即使不進一步

推敲廣告論點，這種機制仍能增強廣告的說服效果（Escalas, 2007）。傳送效應會讓消費者分心於廣告訊息的分析

與評估，並喚起他們對廣告中品牌的正面情感。換言之，敘事型傳送透過減少負面的認知反應、強化故事的現實感

和激發強烈的情感反應來實現說服（Green & Brock, 2000）。當廣告要求消費者進行心理模擬（mental simulation）

或取回自傳式記憶（autobiographical memory）時，這些都可被視為敘事型自我參照的表現手法，因為它們引導消費

者透過以自己為主角的行為腳本，創造類似的故事情境，並思考自己實際或潛在的行為。(2)分析型自我參照指的是

廣告內容以第二人稱（你/妳）撰寫，並要求消費者回想少量的日常或重複事件（Burnkrant & Unnava, 1995），或者

廣告中會加入以消費者觀點出發的圖片（Meyers-Levy & Peracchio, 1995）。因此，分析型自我參照的說服效果仍依

賴於較為傳統的訊息處理模式，透過將新資訊與個人的自我或經驗結合來促進認知推敲（王仕茹與闕秋萍，2009），

最終實現說服效果。 



 蔡進發與蕭至惠(2015)認為在敘事型自我參照中，傳送（transportation）則是透過減輕負面認知反應、增強經

驗的真實感以及引發強烈的情感反應來實現說服效果。相反地，在分析型自我參照中，消費者對廣告訊息的推敲

（elaboration）是透過邏輯思考與對廣告論點的評估進行的，從而導致態度的改變。因此，敘事型自我參照的說服

效果主要受到情感反應的影響；而分析型自我參照則是透過對廣告訊息強度的系統性分析來影響說服效果。 

 根據以上討論，我們認為「敘事型自我參照」是透過「敘事沉浸」來產生說服力，即當人們進入一種像在看故

事一樣的心理狀態（也就是所謂的「沉浸感」）時，敘事型自我參照就會發揮說服力(Green and Brock, 2000)。因此

故事的情感內容(情節)對於觸發這種由沉浸感(transportation)的說服效果至關重要(Appel & Richter，2010; Laer, 

Ruyter, Visconti, Wetzels,2014)。相較之下，「分析型自我參照」是透過比較傳統的訊息處理方式來說服人。也就是

說，當人們把接收到的資訊和自己的經驗做連結時，會更深入地思考內容。這種情況下，即使廣告的故事內容(情

節)有異，也不太會影響說服效果。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設如下： 

H1:在敘事型自我參照時，激勵人心故事比普通故事更能提升捐款意願。 

H2:在分析型自我參照時，激勵人心故事與普通故事在提升捐款意願上沒有顯著差異。 

H3:在敘事型自我參照時，喚起人心比普通故事更能提升捐款意願。 

H4:在分析型自我參照時，喚起人心故事與普通故事在提升捐款意願上沒有顯著差異。 

H5:在敘事型自我參照時，激勵人心故事比普通故事更能提升廣告態度。 

H6:在分析型自我參照時，激勵人心故事與普通故事在提升廣告態度上沒有顯著差異。 

H7:在敘事型自我參照時，喚起人心比普通故事更能提升廣告態度。 

H8:在分析型自我參照時，喚起人心故事與普通故事在提升廣告態度上沒有顯著差異。 

2.4  社會意識中介假說 

 社會意識廣義上定義為對社會議題（如貧富差距、人權、教育等）有關心，但不限於消費行為，例如 Zimbardo 

& Leippe (1991)視社會意識為一種來自外部社會刺激與內部道德規範互動的心理反應機制，使人們能夠對社會不公、

倫理衝突或群體壓力做出態度形成與行為選擇。Morais, & Ogden (2011)指出社會意識（social responsibility）為全球

公民意識的核心面向之一，包含對全球不平等、環境與社會問題的敏感度與責任感。Ammentorp（2007）將社會意

識的發展定義為「涉及對社會歷史背景的意識不斷增強、抽象思考時間和地點的能力，以及超越直接的日常條件來

理解嵌入更廣泛的社會關係系統中的個人經驗的過程」。Schlitz, Vieten and Miller(2010)認為社會意識是指一個人對

成為更大整體一部分的明確意識水準。它包括一個人意識到他或她如何受到他人影響，以及他或她的行為如何影響

他人的層次。它還包括一種理解，即有許多因素塑造了低於有意識意識閾值的體驗。Vieten, Amorok, and Schlitz( 2008）

分辦在最狹隘的社會意識層面為個人缺乏對自己與他人的相關性或他們受他人影響或影響的程度的明確認識。而在

最廣泛的層面為人們會更清楚地意識到他們與他人的相互依存關係，以及他們影響和被他人影響的能力。Schlitz, 

Vieten, and Miller( 2010）表示當世界觀從主要以自我為中心的模式轉變為將自我作為更大整體的組成部分來體驗的

模式時，人們會變得更加富有同情心和以服務為導向，並受到啟發成為他們直接社區內外積極變革的推動者。 

當社會意識聚焦於消費情境中，其概念通常與「消費者社會意識（consumer social awareness）」或「社會責任

消費（socially responsible consumption）」密切相關。這類定義強調消費者在購買決策過程中，會主動考慮其行為對

社會、倫理與環境的潛在影響。相關研究例如，Webb, Mohr, and Harris（2008）指出具有社會意識的消費者會購買

他們認為具有社會責任的公司所提供的產品與服務，並避免支持那些缺乏責任感的公司。Trudel(2011)言簡意賅地

將社會意識描述為消費者透過購買負責任生產的產品和服務來「用他們的錢投票」。負責任的生產可以包括一系列

社會和環境因素，例如確保勞動實踐公平或生產產品時盡量減少對環境的影響。消費者通過提高銷售額來獎勵具有

社會責任感的公司，並通過抵制和抗議來懲罰其他公司。Trundle（2011）指出，具有社會意識的消費者的態度主要

受公司活動的影響。這種態度有助於塑造消費者的意圖，也或許會導致行為改變（例如，社交購買、社交宣傳等）。

因此，公司的慈善行動應該激勵消費者改變他們的購買意願，為負責任的產品支付溢價，或者故意懲罰沒有達到他

們期望的公司（Trundle, 2011）。Trundle（2011）也認為公司的企業社會責任（CSR）行動會影響消費者的態度。消

費者的態度塑造了他們的意圖，而他們的意圖又影響了他們的行為。Roberts（1993）提出，消費者（通常）具有高



度的社會關注度，並且存在大量具有社會責任感的消費者，他們的關注將轉化為實際的行為改變存在問題。因此，

公司的企業社會責任行動可能會激勵消費者改變他們的購買行為（即購買不同的產品），為負責任的產品支付溢價，

甚至故意懲罰那些未能達到他們期望的公司。以上文獻中已經注意到態度和行為之間的其他因素(如 De Cannie`re, 

De Pelsmacker, and Geuens, 2009; Rothschild, 1979; Rundle-Thiele, 2005; Soderlund, 2006)，例如社會意識會在態度與

行為關係中發揮重要的中介作用(Walker and Kent, 2013)。 

基於上述研究，提出了以下假設： 

H9：自我參照類型與慈善故事類型之二階交互效果會透過影響社會意識，再影響捐款意願(中介假說)。 

H9a：自我參照類型與慈善故事類型一之二階交互效果會透過影響社會意識，再影響捐款意願(中介假說)。 

H9b：自我參照類型與慈善故事類型二之二階交互效果會透過影響社會意識，再影響捐款意願(中介假說)。 

H9c：自我參照類型與慈善故事類型三之二階交互效果會透過影響社會意識，再影響捐款意願(中介假說)。 

H9d：自我參照類型與慈善故事類型四之二階交互效果會透過影響社會意識，再影響捐款意願(中介假說)。 

H9e：自我參照類型與慈善故事類型五之二階交互效果會透過影響社會意識，再影響捐款意願(中介假說)。 

H9f：自我參照類型與慈善故事類型六之二階交互效果會透過影響社會意識，再影響捐款意願(中介假說)。 

H10：自我參照類型與慈善故事類型之二階交互效果會透過影響社會意識，再影響廣告態度(中介假說)。 

H10a：自我參照類型與慈善故事類型一之二階交互效果會透過影響社會意識，再影響廣告態度(中介假說)。 

H10b：自我參照類型與慈善故事類型二之二階交互效果會透過影響社會意識，再影響廣告態度(中介假說)。 

H10c：自我參照類型與慈善故事類型三之二階交互效果會透過影響社會意識，再影響廣告態度(中介假說)。 

H10d：自我參照類型與慈善故事類型四之二階交互效果會透過影響社會意識，再影響廣告態度(中介假說)。 

H10e：自我參照類型與慈善故事類型五之二階交互效果會透過影響社會意識，再影響廣告態度(中介假說)。 

H10f：自我參照類型與慈善故事類型六之二階交互效果會透過影響社會意識，再影響廣告態度(中介假說)。 

3.研究方法 

3.1  研究架構 

本研究架構如圖 1 所示，以上段依序介紹相關的文獻，並推論六個假設：慈善故事訴求與自我參照類型之二

階交互效果對慈善捐款意願及廣告效果的直接效果，再影響捐款意願及廣告效果的調節效果。 

 

圖 1  研究架構 

3.2  實驗設計 

本實驗之慈善議題皆聚焦於以「兒童」為捐助對象，若實體面對面可能會增加受試者回應捐款意願的壓力(Chen, 

2020)，因此本實驗蒐集問卷的管道來自二個線上平台，一個是從台灣最大線上社群平台 PTT 中發文招募受試者



(Chen, 2020)，另一個是從 LINE OpenChat「論文、報告-問卷宣傳群」社群平台中發文招募受試者，不同樣本來源

有助於增加外部效度。實驗前皆會告知受試者此研究與消費者行為有關，並告知受試者瀏覽平面廣告的時間沒有限

制，直到充份瞭解內容後，再至下一頁。 

在實驗部份，我們製作了慈善故事廣告並藉此操弄不同的慈善故事訴求（普通的故事、激勵人心的故事、喚

起同情心的故事）以及不同的自我參照類型(敘事型、分析型)，以便去檢驗我們的研究假說，因此實驗分組為 3x2

共六組。 

表 1  實驗變數定義整理表 

研究構念 定義 參考來源 

慈善故事訴求 普通、激勵人心與喚起同情心的三種故事分別為: 

故事中相對中性，直接描述成長、教育、法令保障、政府職訓就

業現況，代表普通的故事訴求。 

故事中相對強調個案能學會階段性能力，發展興趣，完成認證，

並能獨立自主，能引發受試者光明希望，代表激勵人心的故事訴

求。 

故事中相對強調個案明顯落後同儕，依賴身邊的師長的幫助，成

年後仍無法獨立自主，引發受試者憐憫之心，代表喚起同情心的

故事訴求。 

張力仁（2010）;陳淑慧

等（2023） 

自我參照類型 敘事型的自我參照為當人們進入一種像在看故事一樣的心理狀態

（也就是所謂的「沉浸感」）時，敘事型自我參照就會發揮說服力。 

分析型的自我參照為雙重的認知處理過程，如同傳統的推敲可能

模式進行邏輯性的思考，進而影響對廣告與產品的態度。 

耿 慶 瑞 與 呂 家 懷

（ 2013 ） ;Escalas 

(2007) 

六種實驗情境 (1)敘事型普通的故事：(story1) 

小婷從小生活在貧困的家庭，連每天的三餐都無法保證。小婷總

是看著同學們穿著新衣服，內心充滿了自卑與困惑。慈善機構提

供她基本的學費援助，還為她安排了多次政府主辦的職業技能訓

練課程。在那裡，她學會了現代化的電腦技能和溝通技巧。這些

技能為她後來進入一間知名企業奠定了基礎。 

隨著時間的推移，小婷逐漸改變了對自己的認知。她不再認為自

己只是一個命運不公的受害者，而是看到自己可以改變現狀，成

為一個能夠自立自強的成年人。她完成了高中教育，並且根據國

家法律保障，得到了穩定的就業機會。 

(2)分析型普通故事：(story2) 

小愛從小家境困苦，生活在台灣偏鄉，父母收入微薄，無法提供

她多餘的學習資源。根據政府統計，台灣貧困家庭的青少年升學

率僅為 65%，由於社會公益組織提供的學習支持和獎助學金，小

婷完成了高中學業。 

小愛面對經濟困境，無法繼續升學，但她並未放棄。在社會福利

機構的協助下，她成功申請了政府的職業訓練計畫，也因此獲得

了企業實習機會，逐漸進入職場，如今，她成為一家科技公司的

專業人員。 

(3)敘事型激勵人心的故事：(story3) 

 



小倩從小生活在貧困的家庭，家中經濟拮据，常常無法保證三餐。

一個慈善機構提供她學費援助，還安排了政府主辦的職業技能訓

練。這些課程讓她學會了電腦技能和溝通技巧，並接觸到數位設

計，逐漸發現自己對這一領域的興趣。 

起初，小倩對是否能學會這些技能感到懷疑，但隨著認證考試的

逐步通過，她的自信心不斷增強。每一次的學習和進步，讓她看

到了自己改變命運的可能。最終，她獲得了專業資格並順利找到

工作，成為一名能夠獨立自主的成年人。如今，她不僅改變了自

己，也回饋社會，幫助更多年輕人找到屬於自己的未來。 

(4)分析型激勵人心的故事：(story4) 

小如從小家境困苦，生活在台灣偏鄉，父母收入微薄，無法提供

額外的學習資源。根據政府統計，台灣貧困家庭青少年升學率僅

為 65%。儘管如此，小如憑藉社會公益組織提供的學習支持與獎

助學金，順利完成了大學學業。 

大學畢業後，小如面對無法繼續升學的困境，但她並未放棄，在

社會福利機構的協助下，參加政府提供的職業訓練計劃。透過職

業訓練，小如發展了對資料分析的興趣，並且順利完成相關專業

認證。她不僅能獨立處理工作上的挑戰，還開始協助其他學員學

習與成長。如今，小如已成為一家科技公司的專業人員，並積極

回饋社會，幫助更多人像她一樣從困境中重生。 

(5)敘事型喚起同情心的故事：(story5) 

小雯從小生活在貧困的家庭，家裡經濟拮据，甚至每天的三餐都

無法保證。在這樣的環境中，小雯依賴著周圍的師長們的幫助，

才能勉強完成學業。慈善機構提供她學費援助，並安排了政府主

辦的職業技能訓練課程，讓她接觸到現代的電腦技能和溝通技巧。

然而，儘管有這些幫助，小雯仍然感覺自己無法完全跟上同儕的

進度，對未來充滿了不安與迷茫。 

成年後，小雯並未能真正實現獨立生活，依然需要依賴身邊的人。

在進入工作市場後，她發現自己與同事相比，依然缺乏足夠的信

心與能力，始終難以獨立應對各種挑戰。她努力過，但總是覺得

自己還是無法擺脫依賴他人的困境。 

(6)分析型喚起同情心的故事：(story6) 

小晴從小家境困苦，生活在台灣偏鄉，父母收入微薄，無法提供

她額外的學習資源。根據政府統計，台灣貧困家庭的青少年升學

率僅為 65%。與同齡孩子相比，小晴在學業上明顯落後。她總是

無法跟上課堂進度，學習成效遠低於同儕，這讓她深感自卑和無

助。 

透過社會福利機構的獎學金與補習輔導，小晴勉強完成了高中學

業。然而，當她面臨繼續升學的選擇時，因經濟困難，她無法負

擔高等教育的費用。儘管如此，她依然依賴社會福利機構的幫助，



3.3  變數衡量 

捐款意願是指消費者在未來將計畫或願意捐款的可能性(陳淑慧等， 2023），本研究參考 Ranganathan & Henley 

(2008)的研究，採四題之李克特七點尺度（1=非常不同意，7=非常同意）衡量。 

廣告態度是指消費者對特定廣告刺激所反應的喜好與否之傾向(耿慶瑞與呂家懷，2013），本研究參考

Ranganathan & Henley (2008)的研究，採四題之李克特七點尺度（1=非常不同意，7=非常同意）衡量。 

社會意識為消費者會考慮到私人消費帶來社會變革的公共後果(Webster, 1975)，本研究參考 Walker & Kent 

(2013)的研究，採一題之李克特七點尺度（1=非常不同意，7=非常同意）衡量。 

4.結果分析 

4.1  描述性統計分析 

本研究以隨機方式挑選 510 位大學生及學校教職人員為受測對象，實際回收後扣除無使用過及無效的問卷，

所得的有效問卷數為 450 份，有效回收率為 88.23%。 

本研究人口統計變數部分，在性別方面，本研究受測者樣本中女性 290 人(64.4%)多於男性 160 人(35.6%)；在

年齡方面，受測者年齡以 18~25 歲最多 340 人(75.6%)，其次為 26~35 歲 55 人(12.2%)；教育程度方面以大學或專科

最多 322 人(71.6%)；職業方面以學生最多 327 人(72.7%)；可支配所得方面為 10000 元以下最多 186 人(41.3%)，其

次為 10001~20000 元 134 人(29.8%)， 

4.2  測量模式分析 

本研究以克隆巴赫係數(Cronbach’s α 值)衡量內部一致性，研究結果顯示各構面的 Cronbach’s α 值皆介於在

0.859~0.894 之間，符合學者(Nunnally,1978)； (Churchill & Peter,1984)提出標準，當 Cronbach's α 值介於 0.5~0.6 之

間就顯示具有足夠的代表性，而大於 0.6 時，則內部一致性高。因此本問卷具有一定的信度，有關模式各變項收斂

效度與信度檢測結果如表 4 所示。 

在檢驗信度方面，我們以個別項目的信度以該潛在變項的因素負荷量(factor loading) 檢測每一個變數負荷量

的統計顯著性。表 4 中顯示所有個別項目的因素負荷量都在 0.5 以上且呈現顯著性，因素負荷量係數為 0.686~0.909，

符合(Hair,Anderson,Tatham, & Black,1998)所提出的建議值。本研究採用 SPSS 與 Smart PLS 分析蒐集到的問卷資料

進行驗證性因素分析(CFA)計算潛在變項的組成信度(composite reliability,CR)，CR 值是其所有測量變項信度的組成，

代表構念指標的內部一致性，信度愈高表示這些指標的內部一致性愈高。表 4 顯示，模式各變項的 CR 值都在 0.906

的標準以上，是符合(Fornell & Larcker,1981)提出的建議值 CR 值須大於 0.6 以上，本研究組成信度從 0.906～0.925，

代表研究模式內部一致性良好。 

平均變異數萃取量(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AVE)是計算潛在變項對各測量變項的變異解釋力，若 AVE 愈高，

則代表潛在變項有愈高的信度與收斂效度； 採取(Fornell & Larcker,1981)的建議標準值須大於 0.5(即由構面的可解

釋變異大於測量誤差)。觀察表 4 發現，本研究中每個潛在變數的 AVE 值為 0.708~0.756，均高於 0.5 的門檻值，因

此可以判斷具有收斂效度。 

表 2 研究模式之收斂效度與信度分析 

研究變項 
個別項目 平均萃取變

異量(AVE)

組成信度

(CR) 
Cronbach’s α 

測量變項 因素 

捐款意願 
1. 我可能捐款。 

0.876 0.708 0.906 0.859 

申請了政府職業訓練計劃，並在師長的指導下，學習了一些基本

的職場技能。 

成年後的小晴仍無法完全自立。在初入職場的時候，她常常因缺

乏自信和職場經驗而難以融入團隊。如今，她依舊在科技公司擔

任基層職位，並沒有獨立發展的機會。 



2. 我下次還會捐款。 0.909 

3. 我一定會捐款。 0.877 

4. 我會推薦他人。 0.686 

廣告態度 

1. 我喜歡這則廣告。 0.813 

0.756 0.925 0.894 
2. 這則廣告是有利的。 0.901 

3. 這則廣告是積極的。 0.901 

4. 廣告效果是好的。 0.870 

4.3  假說驗證 

4.3.1 假說 H1~H8 檢定 

我們將六組依照慈善故事訴求與自我參照類型(3x2)區分的實驗分組，先以虛擬變數迴歸（Dummy Variable 

Regression）分析去檢驗這六組廣告之慈善廣告效果與社會意識是否會有顯著的差異。 

結果發現，將慈善廣告以故事一(敍事／普通故事)為基準組進行虛擬變數設定後發現，故事二(分析普通故事)

在捐款意願上無顯著差異（β=0.042,p=0.437），顯示單純的分析型處理下，普通敘事對捐款意願缺乏說服力。故事

三（敘事型／激勵人心）對捐款意願具有顯著正向影響（β = 0.126，p = 0.030），表示激勵內容在敘事框架中能有效

提升受眾的捐助意圖。類似地，故事四（分析型／激勵人心）亦顯著高於故事一（β = 0.158，p = 0.003），顯示即使

在分析型處理情境中，激勵人心訴求依然能發揮其說服效果。進一步分析喚起同情訴求之效應，故事五（敘事型／

喚起同情心）對捐款意願亦呈現顯著正向效果（β = 0.118，p = 0.042），而故事六（分析型／喚起同情心）則顯示最

強效果（β = 0.224，p = 0.001），顯示在分析型思維下，同情情緒的強烈喚起可能引發受眾更高的行動傾向。整體而

言，無論敘事或分析型自我參照，當故事內容包含激勵人心或喚起同情情感時，皆有助於提升捐款意願，顯示情感

訴求在公益情境中的廣泛有效性。因此 H1 與 H3 獲得支持，而 H2H4 未獲得支持。 

再者，以故事一（分析型／普通故事）作為基準組，進一步檢驗各處理條件對廣告態度的影響。結果顯示，故

事二（分析型／普通故事）在廣告態度上未呈現顯著效果（β = 0.040，p = 0.432），顯示基準處理條件對受眾評價未

產生顯著影響。同樣地，激勵人心訴求無論搭配敘事型（故事三，β = 0.008，p = 0.879）或分析型（故事四，β = 

0.013，p = 0.793）處理情境，其對廣告態度均未產生顯著差異，顯示激勵性情節未有效提升受眾對廣告內容的正面

感受。相較之下，喚起同情心的故事則展現顯著正向效果。故事五（敘事型／喚起同情心）顯著高於故事一（β = 

0.593，p = 0.001），而故事六（分析型／喚起同情心）則展現更強的正向影響力（β = 1.217，p = 0.001），為所有實

驗條件中提升廣告態度效果最顯著者。 

整體而言，研究結果顯示：喚起同情心的情緒訴求對廣告態度具有顯著提升效果，且無論受眾採用敘事型或

分析型自我參照處理方式皆有效；反之，激勵人心的訴求則在廣告態度上未展現顯著影響。因此 H6 與 H7 獲得支

持，而 H5 與 H8 未獲得支持。 

4.3.2 假說 H9~H10 檢定 

本研究採用 PROCESS macro 進行中介分析，為探討慈善類型對捐款意願與廣告態度的影響是否透過社會意識

產生間接效果，本研究以「故事一」作為基準組，將「故事二」至「故事六」轉換為虛擬變數，分別進行中介效果

分析。PROCESS macro（Model 4）分析結果顯示，自變數「故事二」對中介變數「社會意識」的預測效果不顯著

（β=0.085,p=0.634），表示該群體(故事二)相較參考組(故事一)在社會意識程度上無明顯差異。進一步分析中介模型，

社會意識對捐款意願具有顯著正向影響（β=0.447,p<0.001），表示社會意識越高，越有意願捐款。當自變數(故事二)

與中介變數同時納入模型時，自變數對捐款意願的直接效果不顯著（β=0.168,p=0.289），間接效果亦不顯著（Indirect 

Effect =0.0269，Boot 95% CI=[−0.0915,0.1433]），信賴區間包含 0，表示社會意識在自變數與捐款意願之間不具顯著

中介效果。 

自變數「故事三」對中介變數「社會意識」的預測效果不顯著（β=0.0071,p =0.958），表示該群體(故事三)相較

參考組(故事一)在社會意識程度上無明顯差異。進一步分析中介模型，社會意識對捐款意願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β=0.4465, p<0.001），表示社會意識越高，越有意願捐款。然而，自變數對捐款意願的直接效果不顯著

（β=0.0372,p=0.7555），間接效果亦不顯著（Indirect Effect =0.0029，Boot 95% CI=[−0.1122,0.1075]），信賴區間包含

0，表示社會意識在自變數與捐款意願之間不具顯著中介效果。 

自變數「故事四」對中介變數「社會意識」的預測效果達邊緣顯著（β=0.2975, p =0.0954），表示該群體(故事

四)相較參考組(故事一)在社會意識程度上無明顯差異。進一步分析中介模型，社會意識則對捐款意願有穩定的正向

預測效果（β=0.4168,p<0.001），顯示越具社會意識者越傾向表現出較高的捐款意願。就總效果而言，退休族對捐款

意願的影響達邊緣顯著水準（β=0.2944,p=0.0941），但當社會意識納入模型後，其直接效果轉為不顯著

（β=0.1298,p=0.4213），同時中介效果（間接效果）達邊緣顯著（Indirect Effect=0.1646, Boot 95% CI = [−0.4314, 

0.0350]）。雖信賴區間略含 0，但逼近顯著門檻，顯示社會意識可能部分中介(故事四)與捐款意願之間的負向關係。 

自變數「故事五」對中介變數「社會意識」的預測效果並不顯著（β=0.0057, p =0.9663），表示該群體(故事五)

相較參考組(故事一)在社會意識程度上無明顯差異。進一步分析發現，社會意識對捐款意願具有穩定的正向預測效

果（β=0.4777,p<0.001），支持社會意識作為有效的預測因子。就總效果而言，故事五對捐款意願的影響完全不顯著

（β=0.0054,p=0.968），當社會意識納入模型後，自變數對捐款意願的直接效果不顯著（β=0.0034,p=0.9771）。然而，

自變數對捐款意願的直接效果不顯著（β=0.0372,p=0.7555），間接效果亦不顯著（Indirect Effect=0.0019，Boot 95% 

CI=[−0.1105, 0.1045]），信賴區間包含 0，表示社會意識在自變數與捐款意願之間不具顯著中介效果。 

自變數「故事六」對中介變數「社會意識」的預測效果不顯著（β=0.0950, p=0.595），表示該群體(故事六)相較

參考組(故事一)在社會意識程度上無明顯差異。然而，社會意識仍顯著正向預測捐款意願（β=0.4366,p<0.001），顯

示社會意識越高者，捐款意願越強。進一步分析故事六對捐款意願的總效果顯著為正（β=0.5700,p=0.0011），當社會

意識納入模型後，其直接效果依然顯著（B=0.5299,p=0.0008），顯示故事六相較於故事一，其捐款意願顯著較高。

惟間接效果並不顯著，（Indirect Effect=−0.0401，Boot 95% CI=[−0.2270,0.1063]），信賴區間包含 0，表示社會意識在

自變數與捐款意願之間不具顯著中介效果。因此 

本研究以社會意識作為中介變數，檢驗「慈善故事訴求×自我參照類型」對捐款意願（H9 系列）與廣告態度

（H10 系列）之間的二階交互中介效果。整體分析結果顯示，無論在總體模型（H9、H10）或各別故事處理條件之

細部模型（H9a~ H9f 、H10a~H9f、H10aH10f）中，社會意識皆未展現顯著中介效果，即社會意識未能有效連結二

階交互作用與捐款意願或廣告態度。具體而言，雖部分故事處理條件下的總效應為正向，且社會意識具正向趨勢，

但因間接效果之不顯著（例如 Sobel test 或 bootstrapping 信賴區間跨 0），表示社會意識在此脈絡中並未形成穩定

的中介橋樑。因此，H9 與 H10 系列假設皆未獲得支持。 

5. 結論與建議 

5.1  學術意涵 

1.補足慈善故事過去只談「情感訴求」卻忽略「認知處理」的研究缺口 

過去多數研究探討情感訴求對捐款意願的影響，但較少同時納入受眾如何「處理訊息」的心理歷程。本研究

結合情緒訴求（激勵人心 vs.喚起同情心）與自我參照（敘事型 vs.分析型），呈現不同故事情境下，如何透過認知與

情感交互影響捐款意圖與廣告評價。這樣的設計讓我們更全面了解，不同的故事不只是內容不同，還會因為受眾用

「敘事方式」或「分析方式」閱讀，而有不同的效果。這為故事行銷的研究提供了心理處理機制的補充觀點。 

2.重新思考「社會意識」在公益說服過程中的中介角色 

雖然以往文獻普遍認為社會意識能夠連結態度與行為，但本研究發現，在單次情境中，社會意識無法穩定中

介故事與捐款或廣告態度之間的關係。這代表一個重要的理論提醒：社會意識雖是重要構念，但其說服力需要特定

條件，例如高涉入(Petty & Cacioppo (1986); Chang (2011))或同理心(Batson et al., 1991); Dickert, et al., (2011)。這樣的

發現幫助我們對社會意識的說服機制有更細緻的理解，也提醒未來研究不可簡化假設其一定為穩定中介變項。 

3. 找出敘事式廣告與分析式廣告不同思考方式下的最佳說服路徑 

本研究引用 Escalas（2004）的理論，把人們的訊息處理方式分成兩種：一種是進入故事、感同身受（敘事型），

另一種是用邏輯、理性去分析（分析型）。我們進一步探討，這兩種處理方式在不同情感訴求下，會有怎樣的效果。



結果發現：並不是說敘事型就一定比較好，而是要搭配適合的故事和觀眾心理情境。例如：有些人即使是用理性去

分析，也會被喚起同情心、願意捐款。這打破了「感人故事才最有用」的迷思，讓我們知道要看受眾怎麼思考，才

能設計最有效的公益廣告。 

5.2  實務意涵 

本研究顯示，當慈善故事具備情感訴求（特別是激勵人心或喚起同情）時，不論採用敘事或分析型自我參照

方式，皆有助於提高捐款意願與廣告態度。這代表在設計慈善或公益廣告時，單靠「敘事型呈現」並不足夠，關鍵

在於故事內容能否與觀看廣告者產生情緒連結。若能提供清楚、真實且能引起共鳴的故事主題，觀看廣告者即便是

以理性方式分析，也仍可能被打動。 

此外，本研究發現，「喚起同情心」的故事比「激勵人心」的故事更能有效提升廣告態度，這對非營利機構具有重

要參考價值。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慈善機構應根據廣告目標進行訊息設計，例如：若以提升品牌形象為目標，可

採用喚起同情心的故事；若以促成捐款行為為目的，則可依受眾特性選擇激勵或同情訴求的敘事。 

5.3  研究限制及未來研究方向 

儘管本研究提出具體的實證分析與理論假設，但仍存在數項限制：本研究以單次閱讀平面故事為主要操弄手

段，可能無法完整模擬現實中多次曝光或影音傳播帶來的累積效果，導致社會意識未展現顯著中介作用。建議後續

研究結合影音素材、互動體驗（如 VR/AR 公益情境），以提升故事傳遞的真實感與沉浸感，更有助於喚起社會意識

的認同與行動。 

本研究僅以單題測量社會意識，測量題項偏少可能無法全面捕捉其認知、情感與行為傾向，建議未來研究使

用多題式量表以提高測量效度。建議將社會意識進一步區分為「認知關懷（Cognitive concern）」、「情緒共鳴(Emotional 

resonance）」與「行動責任」等次構面(Wang & Wu, 2016)，能更清楚理解其在公益說服歷程中的具體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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